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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国家，从最初的建立到后来的发展、完善，历经了几十年的时间，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对立法规定的三种基本政治风险，即外汇险、政治暴力险和征收险进行承保及赔偿时，从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既起到了保护投资者利益的作用，也起到了引导投资、服务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作用。同时，在立法之外又发展出新的保险险别，迎合了当代政治风险的变化，满足了投资者的需要。

 

 

海外投资除了会面对商业风险，还要面对东道国存在的诸多非商业风险。比如，战争内乱、恐怖主义、征收、政府违约等等。对此，各个资本输出国纷纷制定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保证投资者在遭受非商业风险带来的损失时可以获得赔偿。这无疑对提高投资者的信心，加强国际投资合作很有意义。随着境外企业和境外投资数额的急速增加，建立和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我国也日趋重要。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这一制度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非常稳定和成熟。本文拟通过分析美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实践及发展，为建立我国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提供借鉴。

一、美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历史发展

（一）立法沿革

美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始于1948年，是战后实施复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的产物。最初，根据美国1948年《对外援助法》（Foreign Assistance Act of 1948）制定的1948年《经济合作法》（Economic Cooperation Act of 1948）的规定，仅承保美国私人投资者在欧洲部分地区的投资因“当地货币不能自由兑换为美元”带来的风险。[①]由根据上述法案设立的“经济合作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来具体管理和实施援助计划及保险制度。后通过逐年修订该法案，对承保范围、期限等进行了进一步调整。

伴随1951年6月马歇尔计划的终止，美国对外援助重心转移到了欧洲以外其他国家，承保地区亦随之扩大到其他地区，特别是扩大到了包括菲律宾及中南美洲在内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保险制度的主管单位也随着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改变而不断变更。到1959年，美国立法停止了对发达国家的美国海外投资提供保险，改为向经济不发达地区（economically underdeveloped areas）提供政治保险。[②]承保范围包括外汇险、征收险和战争险三种。

1961年9月4日，美国通过了新的《对外援助法》（The Foreign Assistance Act of 1961），不同以往仅仅在涉及对外援助方式方法的相关条款中单列几款规定投资保险问题，该法案专章规定了“投资保险”（investment guaranties）制度，[③]对承保地区、范围、期限及其他问题作了全面系统规定。[④]具体来说，承保地区是不发达的友好国家和地区。承保范围包括之前各法案更新的三种政治风险，即外汇险、征收及类似措施险和战争内乱险，其中战争内乱险包括了革命（revolution）、战争（war）及暴乱（insurrection）三种，措辞更加严谨。承保期限最长不超过20年。随后，根据该法案授权，设立了“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以下简称AID）来管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但由于AID过于官僚，导致效率低下，无法处理突然增多的申请，受到其他部门和投资者多方的批评。1968年，总统咨询委员会认为建立一个独立于AID，拥有公司结构和公私混合董事会的机构将会在管理的灵活性和政策控制两方面取得平衡。[⑤]
基于该建议，1969年修订《对外援助法》，设立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OPIC），替代AID成为主管美国海外投资保险和保证业务的专门机构，改变了以往由美国援外机构兼管投资保险业务的传统。[⑥]根据该法案规定，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设立的目的是通过推动和便利美国在经济不发达的友好国家和地区的私人投资，来帮助完成美国的发展援助目标。后经过修订，合法东道国改为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及从非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国家。[⑦]作为双重机构，其具有政府和私人两种身份，属于半政府性质的公司。一方面，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作为政府机构，直属国务院领导，为美国对外政策服务。董事长由AID署长兼任，最初董事会有11名董事，其中5名董事由政府官员构成，[⑧]所有董事和总经理皆需参议院批准后，由总统直接任命。经营资金由总统拨付，以政府的全部信用和信誉为担保。[⑨]政府保证信用也构成了其不同于私人保险机构的独特优势；另一方面，采取公司形式，作为法人，可以作为民法的主体，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和控诉。公司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用经营所得归还政府贷款，按照市场规则进行风险管理和运作。这种安排大大提高了机构效率和灵活性，也可以适应一些特殊项目。同时，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作为法人，在与东道国产生纠纷时，也可以避免政府与政府间的直接对抗。[⑩]自1971年起，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开始运作。这套制度亦成为许多国家投资保险制度的范本。

1969年的立法承袭了1961年立法承保范围的具体规定，如上所述。后来的立法仅有一些小规模修订。1981年修订法案将内乱（civil strife）亦包含在战争内乱险内。根据美国众议院的报告，这种内乱是指上文的革命（revolution）、战争（war）以及暴乱（insurrection）没有包含在内的有政治目的的暴动（riot）或骚乱(civil disturbance)，以及带有政治目的的恐怖主义行动。[11]
1985年美国修订法案增加了新的承保范围：营业中断险，即由于上述三种政治风险的发生引起营业中断（business interruption）造成的损失。但这一险别在实践中的运作并不清楚。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投保申请表、标准合同、官方网站以及年度报告中都未提及这一险别；历年案件中也没有关于这一险别的赔偿。美国的此种险别亦没有被其他各国普遍接受。

2003年修订法案完善对征收及类似措施险的规定，除东道国政府的行为引起的征收征用外，还增加了任何政府分支机构，以及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公司的行为所引起的征收征用造成的投资者损失。

（二）晚近发展

虽然美国《对外援助法》及历次修订仅规定了以上四种政治风险，但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政治风险也在变化，不同阶段面临的风险也不同。除了上述四种政治风险，也会出现其他政治风险。比如，因地方政府、宗教团体、非政府组织等获得政府授权保护自己利益而带来的风险，跨国犯罪、海盗、绑架、腐败问题等的增加带来的风险，能源国有化浪潮带来的风险，以及恐怖主义带来的风险等等。[12]
在这样一个不断变化的情势下，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在实践中设计出其他不同种类的险别，以满足投资者的实际需要。比如，“ 9．11”恐怖袭击以后，公司提供了最长为期10年的独立的恐怖主义险（stand-alone terrorism insurance），这种风险其实已经包含在战争内乱险之内，投资者可以选择适用。现在设立出的这一独立险别，往往在投资者对其海外不同国家的所有项目进行一揽子投保时，因保费较低有一定吸引力。[13]不过，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也承认，独立恐怖主义险的运作称不上成功，原因有多方面。比如，恐怖主义险传统上已经由私人财产险市场提供；很多投资者是针对自己多国既存投资投保，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并不承保既存投资；缺乏快速有效的回应投资者对此险别咨询的能力等。[14]其他险别还包括针对年收入少于2.5亿的美国海外小企业提供的速度更快、保费更低的保险；针对诸如金融贷款，石油、天然气及其他自然资源，承包商、出口商等特殊类型的投资及投资者提供的特别保险，[15]保证投资者在由于货币禁兑、战争内乱、东道国违反或实质性变更各种协议、政府担保，干涉经营，不履行有效仲裁裁决等造成损失时，进行赔偿，现在也已经有投资者对于东道国违反投标担保提出索赔的案例。[16]
综上所述，美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完善的过程。在立法设计上，从最初的列举几条到后来的独立成章、系统规定；在制度设计上，从最初完全由政府运作到后来采取半官方运作方式，实现灵活度和政策控制两方面平衡；在承保期限上，从最初的最长不超过14年，到现在的最长达到20年；在承保范围上，从最初的禁兑险发展到后来的外汇险、政治暴力险和征收险，再到晚近又拓宽保险范围，承保因东道国违反各种与投资者的协议、主权担保、非法收回担保款及不履行仲裁裁决等引起的投资者损失，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在实践中通过摸索，不断调整自己的政策和立法，以期更好地实现其设立宗旨与目的。

二、美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实施情况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承保范围，也就是投资者遭遇什么风险可以得到保护。尽管美国在实践发展出许多新的险别，立法上规定了四种政治风险，然而，最基本、被投资者最青睐、投保最多的还是外汇险、征收及类似措施险以及政治暴力险三种。下文就来具体分析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对这三种基本政治风险的界定与赔偿情况。

（一）外汇险（currency inconvertibility coverage）

1. 基本含义

外汇险包括了不能自由兑换成美元的风险和不能转移投资所得的风险，即禁兑险和转移险两种。要求投资者必须确保在投保时，根据东道国法律其有权将当地货币兑换成美元，即东道国政府已同意并允许投资者将该投资及利润等汇回本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只是保障该权利的继续行使。[17]投保之后，当东道国通过外汇管制等积极明确的行动阻止外国投资者兑换货币，或东道国在投资者不能进行兑换的情况下不采取任何行动予以帮助或不合理迟延兑换时，投资者均可申请赔偿。[18]
2. 赔付条件

实际操作中，根据保险合同需要审查的项目有：

（1）当地货币是否确实无法兑换或美元无法转移。这一项要求判定以下三点：第一，投保人用尽所知各种方法，仍然无法从官方合法渠道兑换货币或转移美元，比如当地政府证明要从官方渠道获得是不可能的，或投保人申请后许久没有获得许可；第二，投资者拥有一个存款账户，该存款账户中有投资项目下不能兑换成美元的当地货币或者无法转移至美国的美元；第三，赔偿之前，需要投资者等待一段时间（waiting period），一般是60天。等待期从投资者向东道国提交兑换货币的申请开始计算，以方便东道国政府受理该申请，并作出决定。这段时间内货币贬值的风险由投资者承担。

（2）是否存在其他例外情形和限定条件。此项包括：第一，限制措施是否先前就存在。若保险合同开始履行之日投保人本就不能合法兑换货币或转移美元，或投保人知道或应该知道随后的货币限制，则不能获得赔偿，因为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承保的是既有权利的行使。第二，投保人是否尽到了勤勉义务，即是否采取一切合理行动去兑换货币或转移美元，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只有在这种努力没有效果时才会给予赔偿。2002年纽约第一信托（First Trust of New York）和全国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作为TGN公司票据的持有人因在阿根廷不能兑换美元，申请赔偿被拒绝，原因之一就是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认为TGN公司在可以采取行动的时间内，没有采取合理的行动进行兑换和转移美元。[19]第三，若当地货币是预先已经决定需转换成另一种货币，或是由于投资者的不合理行为及征收行为引起的货币限制，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也不予赔偿。

这种保险的赔偿方式比较特殊，是由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按照当日官方汇率，或没有官方汇率时，根据其他法律途径可利用的汇率，“购买”相关项目下的当地货币，然后“转卖”给美国驻当地大使馆用于当地开支，大使馆随后向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账户汇入规定款项，以支付投保人。[20]理赔期间货币贬值的风险由该公司承担。[21]这种安排通过政府间协议进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获得为外汇险支付的赔偿。[22]若由于国家交恶等原因，导致此路不通，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可以寻求其他商业途径解决。 

3. 特别排除的情形

外汇险特别排除了货币贬值的风险，即因东道国低估其货币价值，使得投资者在货币兑换中需要支出更多的当地货币，因此造成的损失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不予赔偿，因为这被普遍视为商业风险。也有学者认为，这也是一种政治风险，但不同于禁兑险和转移险只是存在兑换困难，不涉及财产损失，货币贬值是外国政府单方面改变该部分财产价值的问题，保险公司无法收回被保财产，因而属于不可保的风险。[23] 

但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可以投保。因为政府行为的目的不好确定，是真实商业行为，还是披着商业外衣的政府行为有时很难区分清楚。倘若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将货币贬值一概认定为商业行为，就为东道国和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拒绝赔偿留下了很大余地，不利于实现公司设立的目的。[24]比如，1987年PM国际金融公司诉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一案。该案中，PM公司于1969年以官方汇率在多米尼加购买了一些股票，并投保了外汇险。1984年PM公司请求多米尼加中央银行以官方汇率兑换红利，申请被拒绝。该银行指出，由于多米尼加外汇法发生变化，限制某些项目以官方汇率兑换，PM可以随时将红利在自由市场上兑换成美元汇向国外。[25]倘以官方汇率兑换，PM公司可得红利130余万美元，若以自由市场汇率兑换，则只有近50万美元。于是，PM公司请求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赔偿损失，后者认为这是货币贬值问题，拒绝赔偿，美国仲裁委员会最终也支持了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决定。本案初看，多米尼加政府的行为的确是合法的，但其真正的动机并不明确，根据当时情况，也许是为实现政治目的而进行的规避行为。

笔者认为，货币贬值是市场作用，还是政府规避行为很难确定。如果一味地扩大承保范围，对投资者进行保护，一方面存在操作困难；另一方面可能会导致投资者或保险机构对东道国国内经济政治政策过多干预，引起东道国的反感，并且由于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代位求偿权，最终会给东道国带来过大的财政压力。因此，对货币贬值情形必须谨慎分析，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货币贬值是政府行为导致，比如，由于东道国停止支付、或延期支付、或不能自由兑换等措施致使货币贬值，[26]否则不能轻易开启赔偿的大门。

（二）政治暴力险(political violence coverage)

1. 基本含义

政治暴力险即上文所说的战争险，1986年之后，海外私人投资公司颁布的标准合同及历年报告等文件中统称此种风险为政治暴力行为风险（以下简称政治暴力险），将为实现某种政治目的而采取的暴力行为都包含在此险别之内，排除了为劳工权利和学生权利进行的运动。政治暴力险包括战争（declared or undeclared war）、国际、国内武装部队采取的敌对行动(hostile actions by national or international forces)、内战(civil war)、革命(revolution)、暴动(insurrection)以及内乱(civil strife)、出于政治目的的恐怖主义(terrorism)和破坏活动(sabotage)等等。[27]当然，合同并非穷尽，只是列举几种情况，因此只要符合政治暴力险的定义均可包含在内。投资者可以选择上述几种情形投保或全部投保。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对由于上述原因造成的有形财产损害和由于有形财产的损害造成的营业收入损失进行赔偿。投资者可以选择仅投保财产险或营业收入险，或两种均投保。              

不同于外汇险和征收险，政治暴力险在东道国政府控制之外，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也不能向东道国行使代位求偿权。因此，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在决定是否承保此类保险及以何种费率承保时，并不是像前两种风险一样，在不同的国家适用几乎相同的保险费率，并运用某种承保工具，确保每个国家的总承保风险不会超过10%即可，[28]而是综合考虑东道国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予以承保。这些情况包括（1）该国所在地区；（2）该国历史上发生过的暴乱及程度；（3）该国潜在的政治、宗教、社会经济冲突情况，活跃的游击队的情况；（3）该国政府控制这些叛乱团体的能力；（4）该国的地形地貌；（5）投资项目本身的具体情况；（6）投资者自己应对政治暴乱的准备情况等等。[29]当然，必须是在同美国签订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的投资才可投保，这一条件本身也为海外私人投资公司降低经营风险提供了保障。

2. 赔付条件

实践中，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根据双方的保险合同规定，逐项审查并决定是否给予赔偿。一般需要审查的项目有：（1）是否存在政治暴力行为。证明暴力行为有政治目的的举证责任在投保人一方。（2）如果存在，这种具体的政治暴力行为是否包含在保险合同中。（3）被损毁的财产是否是被保险财产。（4）政治暴力行为是否是导致被保险财产损失的直接原因。这是关键的一点。（5）投资者有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比如是否用尽当地救济，是否采取可以采取的合理措施避免损失等，这种合理措施并不要求投资者或其员工牺牲性命保全财产，只要求采取在当时情形下相对合理的措施即可，比如报警，请求叛乱组织返还财产，同政府部门合作或采取其他措施维护财产安全等。

对于“直接原因”（direct and immediate cause）这一条件，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在实践中采取了相对严格的解释原则。公司引用其1985年之前的合同版本，认为：如果事件和损失之间存在未中断的因果关系连锁反应，且没有其他独立因素的干扰——即若不是该事件，损失就不会发生——该事件就可以被视为损失发生的直接原因。[30]1988年贝克曼仪器有限公司诉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案，说明了公司的态度。该案中贝克曼公司工厂一美籍工程师和一萨尔瓦多籍经理于1979年被当地叛乱团体绑架。由于绑架案的发生，美国技术人员不能被安全送到萨尔瓦多培训当地生产工人，投资者决定停止生产一条电阻线，工人误以为要关闭整个工厂，通过工会试图说服贝克曼开工，随之夺取了工厂，双方谈判未果，工厂最终倒闭。贝克曼随后向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申请赔偿因政治暴力行为造成的损失。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认为，如果要判定损失源于国内敌对行动，就必须决定引起损害或毁坏的行为是否是革命或叛乱行为。这需要考虑两个因素：第一，对损失负有责任的团体是致力于通过暴力行为推翻项目所在国政府的有组织团体，这个团体参与了持续性的革命或叛乱行为，而不仅仅是自发的个人集合体，从事某个特别行为致使损失发生；第二，这个团体从事该行为的目的是暴力推翻项目所在国的政治权力机构。本案中，尽管工会所实施的一系列暴力行为违反了政府政策，但这个事实本身还不能说明该工会是叛乱团体。然后，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分析认为，本案中工人夺取工厂及设备，并非萨尔瓦多叛乱组织运动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让工厂重新开工采取的手段，不涉及任何叛乱目的。这些行为是不在合同范围内的劳工问题，因此决定不予赔偿。[31]但从另一方面讲，如果没有绑架行为就不会引起后来的一系列行为，也就不会导致损失的发生。由于发生绑架事件，贝克曼不再派美国技术人员到萨尔瓦多，因此导致一条电阻线停止运作，这又导致流言四起，以至于工人抢占工厂及财产，最后工厂关闭。这些事件因果关系的链条并没有中断。而证据及证词均表明绑架行为是出自当地叛乱团体之手。因此，贝克曼的损失依然在政治暴力险范围之内，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应当予以赔偿。这也是仲裁庭的结论。[32]在其他案例中也存在从严解释的情况。[33]这些例子显示出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试图避免赔偿的努力。对此，有学者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保险制度的缺陷。[34]
（三）征收及类似措施险(expropriation coverage)

1. 基本含义

在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立法中，征收被定义为包括但不限于外国政府及分支机构，或外国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公司废除、不履行或减损同投资者签订的项目合约的行为，若上述行为实质性影响到项目继续运行，且并非由于投资者的错误或不当行为引起。[35]这是国会为指导该公司的承保及赔偿条件特别下的定义，其他立法和法院均未采纳这种定义。

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标准合同对立法规定有所改变和扩大。合同规定，征收是指东道国统治当局（foreign governing authority）的行为直接剥夺了投资者财产，或有剥夺其投资的效果（即“蚕食性”征收），且没有提供充分、及时、有效的补偿，并要求征收行为持续6个月以上。蚕食性征收是指统治当局阻止、不合理的干预、剥夺或不合理迟延投资者对其投资所享有的根本权利（“根本权利”即如果没有这些权利，投资者被实质性剥夺了投资利益），或拒绝为投资者提供依据相关法律审查上述行为合法性的有效途径。[36]
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赔偿排除了因东道国的合法管理行为或税收行为引起的损失，以及由于投资者挑起的事端引起的损失。[37]同时，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一般只赔偿完全征收，不接受投资者恢复部分投资价值的索赔请求。也就是说，投资者获得索赔后，需将所保投资的全部权利转移至该公司。[38]
2. 赔付条件

实践中，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在审查投资者的索赔请求时，会根据保险合同审查以下几方面内容，判定是否存在征收，以及确定赔偿范围：

（1）东道国统治当局的行为是否构成完全征收（total expropriation）。这里运用统治当局的称呼，只要求其对东道国投资项目所在地那部分领土拥有实际控制权，并行使政府或其分支机构职能即可，不采用政府概念，这样既不涉及美国是否承认该政府的问题，也不涉及合法继承与否的问题。[39]此项需要审查五方面问题：第一，征收行为是否可归因于该统治当局。第二，该统治当局的征收行为是否违反了国际法或实质性违反了当地法律。比如行为方式武断或征收具有歧视性，或没有进行赔偿等。第三，该统治当局的行为是否直接剥夺了投资者的根本权利，即使得投资者的投资利益无法实现。比如，仲裁裁定无法得到执行、，投资项目无法继续进行、统治当局关键性税收优惠措施的取消等。第四，该统治当局是否为违法行为设置了救济措施。第五，征收是否持续了六个月以上。

（2）是否存在例外情形和限制条件。这主要是指以下几点：第一，征收行为是否主要由于投资者或投资项目大股东等的不合理行为或挑衅行为所引起，比如行贿、拿回扣等。2002年，包括贝尔法内斯．霍斯曼有限责任公司（Belfinance Haussmann L.L.C.）在内的四家美国投资者认为他们在格鲁吉亚一家名为绝对银行股份公司（Stock Company Absolute Bank）的合资企业进行的投资被格鲁吉亚政府完全征收，向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提出索赔，被拒绝，原因就在于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认为其所称的征收主要是由其他股东、主管人员的违法行为引起的，包括他们的严重管理不善以及欺诈、侵吞等行为最终导致了绝对银行的破产。政府的接管只是为了维护金融业的安全稳定以及保护存款人的利益，没有违反国际法，无须赔偿。[40]第二，征收行为是否由于统治当局作为企业购买人、供给人、贷款人、股东等对相关项目进行商业安排产生。如果不是，则归因为统治行为。第三，投资者索赔的金额是否超过了征收发生之日的可用金额（active amount），以及破产情形下，对赔偿额是否进行限制等。

（3）投资者是否履行了保险合同下的其他义务。比如，投保人是否从始至终都是投保财产的利益所有人（beneficial owner），即是否自始至终都是适格投保人；自己是否承担了至少10%的损失；是否及时提交完整信息；是否尽力保全财产；是否缴纳全部的保险费；是否保存会计记录；是否存在阻止劳工行使权利及破坏环境行为等等。这部分是投资者在所有险别中均需承担的义务。

总体而言，在OPIC成立初期，由于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的影响，外汇险下的求偿申请非常多，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大部分国家放松金融管制，这种求偿申请基本上就没有了。与此同时，政治暴力险的求偿申请则时多时少，视当年国际形势及投资国政治形势而定。但总的赔偿数额很少，只有几千万美元。征收险的赔偿申请则自OPIC成立起就不断涌现，但是具体情形有所变化。最初，东道国为了发展经济，进行直接的国有化和征收。到了近代，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家纷纷吸引投资，这种情况就比较少了，取而代之的是蚕食性征收。从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最近十几年的案例可以看出，大部分投资者的求偿申请针对的是东道国修改法律，或修改与投资者之间的协议，或不能履行政府给予的税收优惠等承诺，导致不利于投资者的后果，使投资者遭受损失。比如1998年艾连特技术系统公司（Alliant Techsystems,Inc.）认为其在乌克兰的投资被征收，向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申请赔偿案就是如此。[41]该案中乌克兰政府改变了原来与投资者签订的协议，在出口、金属含量、税收优惠等方面都作出了不利于投资者的新决定，破坏了投资者进行投资所仰赖的基础，被认定为征收。再如1996年明尼阿波罗斯约瑟夫有限公司（Joseph Companies Incorporated of Minneapolis Jamaica）认为其在牙买加的投资被征收，向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申请赔偿案，[42]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审查认为，牙买加政府在私有化过程中，违反了当初和投资者签订的协议，同时没有履行自己在私有化后继续实施现有关税体制的承诺。因此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判定存在征收，并给予赔偿。从实践中可以看出，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倾向于认定征收的存在，从而保护投资者利益。不过，其运作也存在不足。比如它只赔偿完全征收，不赔偿部分征收。[43]
综上所述，海外私人投资公司在三种基本政治风险的认定和赔偿上形成了比较成熟的机制。就外汇险而言，排除货币贬值情形，赔偿由于申请保险后东道国出现的货币限制措施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并通过和本国政府机关特别是同驻东道国使馆的合作实现赔偿；就政治暴力险而言，包含了大部分出于政治目的的暴力行为，认定若事件和投资者损失之间存在一系列未曾中断的因果关系并满足其他条件即给予赔偿，赔偿包括收入损失和财产损失两类；就征收险而言，包含了东道国直接国有化、征收征用投资者财产及蚕食性征收情形，排除东道国合法管制行为和税收行为，以及投资者煽动或挑衅行为引起的损失，认定若非法剥夺投资者根本权利并至少达到六个月，不存在其他例外情形，征收即存在，海外私人投资公司按照账面价值进行赔偿。

三、美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自1971年开始运作至今，从最初的被国会质疑，不知能否存续，以及面临是否需要私有化的难题，到后来年年盈利，远超出美国政府服务于对外援助政策的初衷，受到投资者青睐，已经过了几十年。经过几十年的摸索和实践，无论是对各种政治风险的评估和把握，对保险费率的计算，对赔偿申请的审查和对投资者的引导，还是对于自身发展的考量与定位都形成了比较稳定完备的运作机制和制度。现在，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为遍布世界15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美国海外投资者提供投资保险及其他领域的服务。

当然，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也存在一定缺陷和空白。例如，征收及类似措施险中仅对完全征收进行赔偿，而不赔偿部分征收以及由于美国经济禁运政策引起的损失；[44]对于一些模糊地带采取了从严解释的方式，比如政治暴力险对因果联系的认定过于严格等；再如对投资的限定：要求所投保的投资必须是新投资，不包含既存投资；要求投资必须满足立法规定的人权、劳工、环境、健康等社会标准，而且这些标准有越来越严格的趋势；要求投资不能影响美国国内就业及贸易利益，否则不予承保。这些限制导致很多美国投资者无法获得保险，或投保后无法从该公司获得赔偿。为了弥补这些空白和缺陷，一方面，海外私人投资公司需要调整自身政策及理赔条件，对“完全征收”、“因果联系”、“货币贬值”等核心概念进行详细解释，改变总是试图避免赔偿的倾向，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作为政府部门，服务美国对外政策的功能；另一方面，也需要同私人保险机构及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等其他保险机构，通过共同保险及再保险等方式进行合作，将自己无法承保或无法全部承保的项目交由其他保险机构进行，并借助伯尔尼联盟等国际组织，[45]展开信息交流、共享，共同促进政治风险保险领域问题的解决，更好地满足投资者的需求。

美国海外投资保险制度的成功无疑可以为我国建立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提供经验借鉴，其不足之处也让我们引以为戒。我国目前并没有关于海外投资保险的专门立法，2001年底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SINOSURE——以下简称中国信保）成立后，才算真正有了海外投资保险业务。从其《投保指南》可以看出，该公司的承保范围为：征收险、汇兑限制险、战争险和政府违约险。征收指东道国采取国有化、没收、征用或未经适当法律程序的行为，剥夺了被保险人或项目企业对投资项目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以及对投资项目资金的使用权和控制权。汇兑限制指投资所在国政府阻碍或限制投资者把当地货币兑换为投资货币并/或汇出投资所在国。战争险指投资所在国发生的战争、内战、恐怖行为以及其他类似战争的行为。战争风险包括因战争造成的项目企业有形财产损失和因战争导致的项目企业不能正常经营。违约指东道国政府违反或不履行与被保险人或项目企业就投资项目签署的有关协议，并且拒绝按照仲裁结果中裁定的赔偿金额对被保险人或项目企业进行赔偿的行为。[46]总体而言，该投保指南对各种风险含义及赔付的规定较为笼统、简单，并且存在定义过窄的问题，不利于实现保护我国海外投资者的目的。下面我们从两个方面具体看一下。

第一，在承保范围的设置上，对于征收险、汇兑险和战争险的设置学者们没有异议。分歧在于有学者提出为了更全面地保护我国的海外投资者的利益，或满足在不同国家的我国海外投资者的不同需求，应当将营业中断险、政府违约险及其他政治风险均纳入承保范围；[47]有的学者提出为了集中资源，或考虑到国家契约的特殊性，不应当设立营业中断险、政府违约险，只需要设立三种基本政治风险即可。[48]而中国信保目前规定了上述四种险别，笔者认为该设置是适当的。就营业中断险而言，从上文的介绍可以看出，美国虽然规定了此种险别，但从设置到现在尚未发现其实践和理赔的踪迹，可以说是名存实亡。而且世界上几乎只有美国在立法中规定了这一险别，可见其在实践中的作用十分有限。至少短期来看，没有设立的必要，以免造成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的浪费。就政府违约险而言，除了多边投资担保机构（MIGA）这一国际组织提供之外，大多数国家的海外投资保险机构没有规定这一险别，美国也没有在立法中单独规定出来。但是，从MIGA的实践中可以看出，这一险别在基础设施项目中尤其有用武之地。而美国立法则是将部分政府违约的行为纳入到了征收险下，如前文所述，若东道国违反契约的行为造成了征收的后果或实质性征收的后果，投资者是可以投保的。同时，在为石油、天然气等特殊项目提供的保险中，OPIC特别将东道国单方面实质性违反各种形式的项目协议，造成美国投资者无法行使项目协议下的根本权利的行为认定为征收。其他国家如加拿大出口发展公司（Export Development Canada——EDC）设置了政府违约险；澳大利亚出口金融和保险公司（Export Finance &Insurance Corporation——EFIC）设置了包含在政府违约险中的“拒绝司法”险，即东道国不履行因违约行为带来的仲裁裁决，给投资者造成的损失。这说明在实践中该险别是有价值的。对于保护投资者起到了作用。我国的海外投资很大一部分是针对矿产、石油等自然资源以及基础设施项目，极易发生东道国违约的情况，为了保护我国海外投资者的利益，笔者认为设立政府违约险并不多余。

第二，从各个险别的内容规定来看，总体而言，中国信保的规定较为简略。比如，在征收险中，征收指东道国采取国有化、没收、征用或未经适当法律程序的行为，剥夺了被保险人或项目企业对投资项目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以及对投资项目资金的使用权和控制权。[49]这里仅规定了剥夺投资者权益的问题，而没有规定蚕食性征收的情形，但是现在情况是直接的国有化和征收已经非常罕见，蚕食性征收则突显出来；在战争险中，战争仅包括了战争、内乱、恐怖行为以及其他类似战争的行为，[50]没有将骚乱、敌对行为等小规模政治暴力行为带来的风险包含在内；但是，就当今世界的局势看来，大规模的战争、内战不多，小规模的骚乱、敌对行为却很多。政府违约险中的争端解决仅仅规定了仲裁方式，排除了诉讼其他争端解决方式；[51]同时，没有对投资者无法寻求争端解决的情形，比如东道国的不当干涉等作出规定。相比较而言，OPIC的定义比较严谨，操作性强。对每个风险需要满足的要件都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如上所述。这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克服美国相关制度存在的不足。明确容易发生歧义的各种用语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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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fter decades of development, the overseas investment insurance program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come very mature. In practice, the Overseas Private Investment Corporation has established a speci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for three main political risks, i. e. Currency Inconvertiblity Coverage, Political Violence Coverage and Expropriation Coverage. In addition to the legislation, it has also developed new investment insurances for other political risks to meet the need of contemporary investors. The overseas investment insurance program of the United States can be used as reference in China’s construction of a similar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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